
清華簡《芮良夫毖》與
周厲王時期的外患

程　薇

　　周厲王胡的統治時期是西周王朝走向衰落的轉折點，由於他的暴政，發生了國人

暴動，導致王室政權由大臣共伯和來執掌，他自己也被迫逃亡到彘，從而出現了共和

行政。關於共和行政之前周厲王在位期間的情況，史書的記載極爲簡略。像《國語·

周語》、《史記·周本紀》雖都有一些相關内容，但主要記載的是周厲王親信侫臣榮夷

公進行“專利”以及周厲王實行“止謗”的事情。然而，根據《史記·周本紀》及夏商周

斷代工程所制定的年表來看，周厲王的在位時間長達三十七年之久 〔１〕，因此，周厲王

統治期間所做的事情肯定不止於“專利”和“止謗”。然而由於史載缺略，以往的學者

很少涉及周厲王統治時期其他的歷史情況。幸而天不愛寶，由於青銅器銘文及簡帛

等出土文獻不斷被發現，使得有關周厲王時期的史事内容得以日益豐富。其中清華

簡《芮良夫毖》提示我們，周厲王統治時期存在着極其嚴重的外患。

《芮良夫毖》簡長４４．７釐米，共二十八支，可惜有部分竹簡殘斷缺失。該篇簡文滿簡

書寫三十字左右，簡背皆有序號。簡文原有標題《周公之頌詩》，但有明顯刮削痕迹，應

屬誤寫。現在的“芮良夫毖”這一篇題，是整理者根據其内容重新加以命名的 〔２〕。

芮良夫是西周後期著名的大臣，以多次勸諫厲王、告戒百官著稱於世，相關事

迹多見於典籍，如《逸周書·芮良夫》、《國語·周語上》、《史記·周本紀》等。《詩

經·大雅》有《桑柔》篇，據《詩序》所述，屬於“芮伯刺厲王”的作品，芮伯即是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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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可見這首詩篇也是芮良夫所作。這些行爲都充分體現了芮良夫對國事的操勞

與憂慮 〔１〕。

清華簡《芮良夫毖》文辭古奥，簡文先述周厲王時的形勢，次載芮良夫作毖的内

容。芮良夫針對時弊所作的訓誡之辭，涉及君王應敬畏天常、體恤民意、德刑兼施、勿

用奸佞以及君臣莫貪利享樂、應謹奉慎守等方面的治國之道。其中特别引起筆者注

意的是簡文一開始對於當時形勢的描述：“周邦聚（驟）又（有）■（禍），■（寇）戎方

晉。”對於這句話的含義，有必要在此作一些分析。

關於“周邦”一詞，整理報告已經指出該詞見於《尚書》和西周金文，如《周書·大

誥》：“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大克鼎（《集成》２８３６）：“天子其萬年無疆，保■周邦，畯尹

四方。”可見“周邦”意爲周王朝。

“聚”字，整理報告已經指出，該字讀爲“驟”。“驟”在古文中常有多次、頻繁之義。

“■”字，整理報告已經指出，該字與“禍”字音義相同，是楚文字通行的寫法。

“禍”字意爲禍患、災害。

“■”字，整理報告已經指出，該字爲“寇”字之異體。《尚書·舜典》僞孔傳：“群行

攻劫曰寇。”寇戎，當謂來犯之戎。

“方”字讀爲“旁”，《説文》：“旁，溥也。”在此訓爲“大”。

“晉”字，《説文》：“進也。”在此意爲進犯。或讀“晉”爲“臻”〔２〕，《説文》：“臻，至

也。”意思也很接近。

總之，“周邦驟有禍，寇戎方晉”的意思就是：“周王朝頻繁地遭遇了禍難，戎人大

肆進犯。”

戎是周人對西部游牧民族的一種稱呼，或稱西戎。《爾雅·釋地》云：“九夷、八

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周人把周邊的少數民族稱爲蠻夷戎狄，這一稱呼包含有一

種自身文化優越性的意味。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清華簡《芮良夫毖》所説的“寇戎”，可

能並不局限於戎人，而應該是對周邊入侵周朝的少數民族的一個統稱。

因此，清華簡《芮良夫毖》的這句話給我們揭示了周厲王時期的一個現實：周厲王

在位期間，周王朝面臨着極其嚴重的外患，周邊的少數民族不斷入侵周朝，給日薄西

山的周王朝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實際上，周邊少數民族對周朝的軍事威脅並不是自周厲王在位時才開始，周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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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以來，在陝西韓城梁帶村一帶發現了大批兩周時期芮國的墓葬，更是引起了學術界對芮國

的關注。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６７頁。



就是因爲對南方用兵，最後死於漢水；周穆王也曾去征伐犬戎，等等。不過在此之前，

周王朝基本上是主動出擊，而到了周厲王時期，由於政治黑暗，國力大爲衰落，周邊少

數民族已經變被動爲主動，“寇戎方晉”，周王朝感受到了更多的軍事壓力。

關於周厲王時期的外患情況，在古本《竹書紀年》曾有所反映，如“厲王無道，戎狄

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１〕，“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

征之，不克”〔２〕等，可見戎狄和淮夷都曾大肆入侵周朝，從而印證了清華簡《芮良夫

毖》“周邦驟有禍，寇戎方晉”的記載。因此西晉的皇甫謐曾在《帝王世紀》中總結説：

“自厲王失政，獫狁荆蠻，交侵中國。”〔３〕這些論述使我們看到了周厲王在位期間嚴峻

的政治形勢。

周厲王時期邊疆地區的這種危機在《詩經》中也有反映。《大雅》的《桑柔》篇本身

就是芮良夫所作，詩中有“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

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的語句，形象地反映了當時西周動蕩不定的情景。其中

的“多我覯痻，孔棘我圉”一句，毛傳：“圉，垂也。”鄭箋：“痻，病也。圉，當作禦。多矣

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毛傳與鄭箋對“圉”字的理解不太相同，毛傳把

“圉”釋爲邊陲，鄭箋讀“圉”爲“禦”，訓爲抵禦。但在對於全句的理解上，毛傳與鄭箋

並没有太大的差異，全句意爲“我們遇到了衆多的災難，我們的邊疆情況緊急”，可見

這句詩與清華簡《芮良夫毖》所説的“周邦驟有禍，寇戎方晉”，其内涵是完全一致的。

《詩經·大雅》的《抑》篇，據《詩序》，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的詩作。其

中亦説需要“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逿蠻方”。“作”意爲“興”，“戎作”即指

戎人的興盛。衛武公也强調要加强軍事力量，用以戒備戎人的崛起，用以驅除蠻夷的

入侵，其主旨與《桑柔》及清華簡《芮良夫毖》相比，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

從清華簡《芮良夫毖》、《詩經·大雅》的《桑柔》和《抑》篇，以及古本《竹書紀年》等

材料我們已經可以知道，周厲王統治時期，周王朝頻繁地受到周邊戎狄等少數民族政

權的進攻。可惜有關的具體情況，這些文獻中並没有給我們提供更多的綫索，幸而青

銅器銘文中的記述可以勾勒出更多的歷史細節。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自北宋以來出土的大量青銅器銘文中，有不少有關周厲王在

位時期史事的詳細内容，極大地彌補了史書對於這一段歷史記載不足的遺憾。其中

有關周厲王時期與戎狄等少數民族作戰的青銅器銘文，主要有宗周寶鐘、伯■父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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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東夷傳》引，見《後漢書》第２８０８頁。

《太平御覽》卷八十五《皇王部十》引。



翏生盨、鄂侯■方鼎、禹鼎、應侯視工鼎、應侯視工簋、■簋、晉侯■鐘、晉侯銅人、多友

鼎等十多件器物。這些銘文的叙述往往遵循一定的格式，主要可分爲戰争時間、戰争

背景、戰争過程、戰争結果（包括殺死、俘獲敵人的數量，繳獲的戰利品等）、器主所受

的賞賜，以及器主作器加以紀念的情況。如果依照銘文内容書寫的順序，可以看出周

厲王時期的對外戰争類銘文大致依次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１．戰争的時間和背景介紹，記載器主參加戰争的原因。

從上述青銅器銘文來看，有明確紀年的是晉侯蘇鐘，指出是在惟王三十三年，亦

即周厲王三十三年，其他的銅器僅記載了月份或者日期。如■簋是在“隹王十月”，晉

侯銅人是在“隹五月”，多友鼎是在“唯十月”，應侯視工■是在“唯正月初吉丁亥”，伯

■父簋是在“隹王九月初吉庚午”等。

至於戰争的背景則一般與淮夷、玁狁的入侵有關，如多友鼎載“玁狁方興，廣伐京

師”，■簋載“南淮夷竄及内”，應侯視工鼎言“南夷逆敢作非良，廣伐南國”，等等。在

這種嚴峻形勢下，作爲武將的器主們往往受到國君或權臣的委派，參加了戰争，如應

侯視工鼎和應侯視工簋稱王親自命令應侯視工“征伐屰”，■簋稱王命令■追襲南淮

夷，伯■父簋稱伯■父“從王伐”，翏生簋稱“翏生從”，禹鼎稱武公派遣禹率軍與噩侯

■方作戰，而多友鼎所記多友追擊玁狁也是出於武公之命，等等。

２．記載戰争的過程以及器主的戰功。

這十多件有關戰争的青銅器銘文都講述了戰争的過程，有的記載十分詳細，如晉

侯蘇鐘詳細記載了戰争的發展過程，多友鼎也詳細描述了多友追擊敵人的經過，叙述

栩栩如生；有些銘文叙述則比較簡略，如晉侯銅人僅用“晉侯搏戎”四字講述了戰事的

激烈情況，應侯視工簋則用“休，克翦伐南夷”數字描述了戰争的勝利，宗周寶鐘則用

“王敦伐其至，践伐氒都”説明大獲全勝的情形，都各有特色。

在列舉戰果方面，各器的表述也有鮮明的特點。戰功方面的體現多爲“執

訊……”、“折首……”、“孚戎……”、“孚金……”、“奪孚人……”，等等。其中晉侯蘇

鐘、多友鼎、伯■父簋及■簋都詳細羅列了戰功的細節，如晉侯蘇鐘稱晉侯蘇“折首百

又廿，執訊廿又三夫。……折首百，執訊十又一夫”，又載“晉侯折首百又一十，執訊廿

夫；大室小臣、車僕折首百又五十，執訊六十夫”，可謂是一份詳盡的功勞簿；多友鼎稱

“多友有折首、執訊。凡公車折首二百又□又五人，執訊廿又三人，孚戎車百乘，卒復

筍人孚。……折首卅又六人，執訊二人，孚車十乘，……多友或有折首執訊。……公

車折首百又十又五人，執訊三人。唯孚車不克■，卒焚，唯馬敺■，復奪京師之孚”，詳

細説明了多友軍隊殺死和俘虜敵人的數量，奪取戰車的情況，以及解救被俘民衆等方

面的成果。晉侯銅人和禹鼎則舉出最重要的戰果，即擒獲敵軍的首領，如晉侯銅人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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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氒君■師”，禹鼎稱“獲氒君■方”。應侯視工鼎、應侯視工簋僅言“我多孚戎”，翏

生簋則稱“執訊、折首、孚戎器、孚金”，没有詳細列舉戰功細節，記載比較簡略；而宗周

鐘則有“■■迺遣間來逆邵王，南屍、東屍具見，廿有六邦”的記載，在周人强大的軍事

力量威懾以及戰争的不斷推進之下，南夷、東夷紛紛望風來降，總數達二十六國之多。

因此該器中雖然没有列舉具體的戰果，但與其他銘文相比，可知其戰功更爲卓著。

３．記載王（或器主的上級）對器主的賞賜情況及器主作器加以紀念的情形。

對於器主在戰争中所取得的勝利，王或者器主的上司往往要對器主加以獎賞，賞

賜的儀式類似於册命，一般要在宗廟裏舉行，賞賜的東西有圭瓚、貝、田、矢、馬四匹、

編鐘、美銅，等等。器主受到獎賞後，往往要表達感激之情，並要鑄造銅器，加以紀念，

因此銘文的最末，往往還記載了器主作器的情況，以及希望子子孫孫永寶用等一些

套話。

根據這些銘文，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有一些器物往往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記載同一

次戰争的，因此我們可以嘗試對這些銘文加以繫聯。

首先，宗周鐘銘文記載“王肇遹省文武堇疆土南或（國），■■（子）敢臽（陷）處我

土，王■（敦）伐其至，■伐氒都。■■（子）迺遣間來逆邵王，南屍、東屍具見，廿有六

邦”；而伯■父簋則載“隹王九月初吉庚午，王出自成周，南征，伐■■：■、■、潏”，■

■指銘文中提到的■、■、潏等蠻夷方國，對比之下，可以判斷二者所述爲同一戰役，

即周厲王親自征伐淮夷的一次重大軍事行動；而翏生盨“王征南淮屍，伐角■（津），伐

■、遹”；鄂侯■方鼎“王南征，伐角、■”也同樣是反映了這次軍事征伐，因此這些青銅

器當屬同一時期之物，只是由於作器者的身份不同，因而從不同的側面記載了本次

戰争。

上述這些銘文的繫聯，李學勤在《談西周厲王時器伯■父簋》〔１〕中已經做了很好

的闡釋。除了上述這些銅器銘文外，■簋可能也與此次軍事行動有關。■簋言：“隹

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遷（竄）及内，伐■，■（留）參泉，裕（欲）■（謀）■（陰）陽洛。”

所言的時間爲十月，與伯■父簋的“惟王九月”僅差一個月。楊樹達在《■■再跋》〔２〕

一文中已經正確指出：“遷與竄古音近，遷當讀爲竄”，所謂的竄當指竄犯。西周大軍

在九月采取軍事行動後，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在西周軍隊的打擊下，有一部分淮夷竄

犯到洛陽附近，於是厲王果斷地命令■追襲，並大獲全勝。因此在同年十一月，厲王

對■加以獎賞。如果這樣來理解■■所載的這次軍事行動，可能更爲合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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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軍事行動可能一直持續至第二年初才結束。應侯視工簋載：“唯正月初吉丁

亥，王若曰：‘應侯視工，伐淮南夷逆。’（逆）敢薄（迫）氒衆，■敢加興乍戎，廣伐南或，

王命應侯征伐淮南夷逆，休，克翦伐南屍，我孚戎。”應侯視工鐘言：“惟王二月初吉，王

歸自成周，應侯視工遺王于周。”厲王回師後，應侯視工還專門向其獻禮，應該與這次

軍事行動結束有關。

然而没過多久，蠻夷方國又發生動亂。上次周厲王回師時曾設宴款待的鄂侯馭

方，竟然率領南淮夷、東夷内亂，侵擾南國、東國。王朝軍隊受命討伐鄂國，因故受阻，

後來大臣武公派叔向父禹會合王師，才擒獲鄂侯馭方 〔１〕。

晉侯蘇鐘也記載了一次大規模的伐南淮夷的戰争。據鐘銘所載，此次行動發生

於三十三年亦即周厲王三十三年，正月的時候厲王從宗周出發，前往成周，開始采取

軍事行動，晉侯蘇在此次戰争中殺敵衆多，戰功卓著，得到了周厲王的犒賞。另外一

件晉侯銅人，可能也是記載此次戰争。晉侯銅人銘云：“隹五月，■（淮）屍伐格，晉侯

■（搏）戎，隻氒君■師。”晉侯蘇鐘載：“王至淖列，淖列屍出奔”，王命晉侯追擊，“晉侯

折首百又一十，執訊廿夫”，疑■師也是其中被俘的人之一。到了六月，厲王即舉行儀

式，犒賞晉侯蘇。

周厲王三十三年的這次軍事行動與討伐鄂侯馭方之間是否有關聯，還不易確定。

不過禹鼎説“噩侯■方■南淮屍、東屍廣伐南或、東或，至於歷内”，晉侯蘇鐘則言“王

■遹眚東或南或”，二者似乎有着同樣的背景，因此筆者懷疑二者之間密切相關。如

果這一推測屬實的話，那麽鄂國滅亡的時間則可由晉侯蘇鐘的紀年而推定，是在周厲

王三十三年左右。

從上述這些青銅器銘文來看，周厲王曾至少有兩次對淮夷用兵，並且都取得了勝

利，但是南淮夷並没有被平定，而且此後雙方還發生過戰争。古本《竹書紀年》所言

“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可能是在周厲王這些親征之後發生的事

情。周朝的實力在這些征戰中受到了削弱，周厲王晚年實行專利的政策，可能也與戰

争中國力的損耗有一定關聯。

除了東南方向的用兵之外，周厲王還在西北與玁狁有過交鋒，對此多友鼎給我們

提供了很好的例證。古本《竹書紀年》言：“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

族。王命伐戎，不克”，其中所提到的戎狄可能也是針對玁狁而言。從多友鼎銘文來

看，周人曾在與玁狁的戰争中取得過局部勝利，但是後來卻未能够取勝。希望將來還

能够發現更多有關周厲王時期在西北用兵的相關銅器銘文。來自西北和東南的雙重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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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以及戰争進一步削弱了周的實力，激化了矛盾，這也是導致國人暴動的一個重要

原因。

總之，清華簡《芮良夫毖》“周邦驟有禍，寇戎方晉”的記載，使我們看到了周厲王

統治時期面臨嚴重外患的局面。本文從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兩方面闡述了這一外患

的大致情況。應該説，周厲王時期除了内部的矛盾之外，還面臨着來自西北和東南的

雙重軍事壓力，在這些方面周厲王時期的青銅器銘文給我們展示了豐富的材料。從

這些軍事銘文來看，周厲王時期對於西北和東南的用兵都相當頻繁，在這些戰争中，

周人曾取得過一些重大的勝利，但是並没有能够完全將西北的玁狁和東南的淮夷徹

底征服，也没有能改變南北二綫始終面臨的軍事壓力。相反，在持續的戰争過程中，

周人反而逐漸被迫轉向防守。長期的戰争與邊防的壓力使周人的實力遭到很大的削

弱，也激化了國内的矛盾，加上周厲王采用暴政來鎮壓國人，最終導致了國人暴動。

研究周厲王時期的歷史，不應忽視這些外患在其政治中所産生的影響。

（程薇　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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